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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社会评价：整合框架、动态分析和未来展望

王利平,  李    颖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组织的社会评价研究社会公众如何评价组织、社会评价如何影响组织以及组织

如何管理社会评价。在“观众崛起”背景下，理解、应对和管理社会评价已成为组织与外界环境

交互的重要组成。本文以合意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构建起一个理解组织社会评价的2×2框架，

将声誉、地位、明星组织、组织越轨、身份、污名等来自不同流派的社会评价成果给予类型化区

分，梳理各流派的研究现状，进而探讨不同评价类型之间动态转化的可能路径，最后提出组织

社会评价未来可能的五个研究方向。本文提供的整合框架和转化路径分析，将不同流派的相关

研究成果整合于一体，揭示了不同社会评价之间的关联和过渡可能，对明晰有关组织社会评价

问题的认识，整合和深化研究，以及提升组织应对社会评价的策略水平，均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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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6年4月发生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和5月曝光的“魏则西事件”，分别引发了对如

家酒店集团和百度公司的全民声讨。两个组织都不得不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谴责。从开放系统

视角看，组织得到社会公众的评价是普遍现象，是组织与外界交换的必然产物（Chen等，

2012）。对于新创组织，社会评价影响关键资源和机会的获取，对于已经克服基本生存障碍的组

织，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认可、支持或赞誉，是影响组织生存环境的稳定性、组

织成员认同、顾客忠诚等众多决定组织能否获得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Petkova，2012；Rao，
1994）。从社会建构的理念出发，组织是由社会评价塑造的，没有评价就没有组织（Scott和
Lane，2000；Gioia等，2010）。在互联网盛行的当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发布观点和传播意见的

便利性显著提高，社会评价成为组织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研究领域被赋予更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当前与之相关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虽已比较丰富，但体系化程度不高。最明显的问题是，不同

流派的学者使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术语来描述组织的社会评价（Devers等，2009），导致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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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复甚至混淆（Lange等，2011）。这种状况一方面阻碍了理论共识的达成，另一方面使现实中

的组织无法得到综合性和针对性兼备的社会评价管理策略。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相关研究的成

果，提出一个研究组织社会评价的类型框架，厘清不同理论术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新的

研究可能，为组织社会评价的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线。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合意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把声誉、地位、明星组织、身份、组织过错和

污名等研究流派分类定位到2×2框架的不同象限中。合意性维度关注组织是否获得社会性认

可、欣赏和尊崇。若是，则划分到合意性维度的正面，反之则划分到负面。个体性维度关注组织

是以个体还是类别为单位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和评价，以个体为单位则属于高个体性，以类别为

单位则属于低个体性。这两个维度可概括社会公众评价组织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该组织是值

得赞美的还是应当批判的？该组织是与众不同的还是与其所在类别的其他组织相同的？以这两

个维度将各流派分别梳理后，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的社会评价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

转化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社会公众眼中的组织，现存研究已表

明，组织对待不同来源的不同压力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Oliver，1991）。然而这些研究

关注的评价来源常常是来自政府、股东、评估机构、媒体等组织依赖其提供资源的实际利益相

关者，或者是来自于社会风潮、制度规范、传统习惯等组织需要表示服从的无形力量，很少直接

关注社会观众。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社会观众表达和传播意见的渠道有限，因而影响力有限。但

当今时代的组织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被普通群众观察和评论，其所面对的

舆论环境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使得研究社会观众与组织的互动成为新兴话

题。第二，本文建构的整合框架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评价的思维方式。前人的研究只关注某一

种特定的社会评价（莫申江和王重鸣，2012；王成城等，2010；王是业和杜国臣，2015；张斌等，

2013），然而看似相近或不相关的评价之间却可能存在根本的差异或微妙的联系。使用合意性

和个体性两个维度，可以将不同评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呈现出来，便于突出不同评价的类型化

特征，以进行不同评价类型的比较分析。第三，本文强调社会评价的动态性特征。现存研究很少

探索在获得当前评价之前组织所处的评价状态，而这种先前状态对当下的评价会产生先天性

的影响，是分析当前评价所不可或缺的背景信息。本文所勾勒的不同社会评价类型之间的转化

途径可弥补当前研究忽视评价动态性的不足。综上，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将社会评价进

行类型化处理，系统性整合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明晰不同观点的理论贡献；实践价值在于帮

助实业界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审视自身的社会影响，在充分理解社会期待和组织特点的基础上，

与社会公众进行更有效果和效率的互动。

二、  组织社会评价的内涵与分类

组织的社会评价（social evaluation或social judgment of organizations）是指社会公众基于对

组织的感知而对组织做出的评价（George等，2016）。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组织的社会评价围绕

三个问题展开：（1）社会公众如何对组织做出评价；（2）这种评价会造成什么样的组织后果；

（3）组织如何应对和管理社会评价。“组织的社会评价”这一提法正式作为文章题目出现在文献

中，是2011年Bitektine发表的《面向组织的社会评价》一文，声誉、地位、明星组织、组织过错、

身份、合法性、污名等概念都属于组织社会评价研究的范畴。为准确理解组织社会评价的概念，

本章先解释“社会公众”和“感知”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组织社会评价研究日益突出的重要

性。随后介绍和评价组织社会评价研究的现状，阐明对组织评价进行分类的必要性。最后，提出

合意性和个体性两个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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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社会评价的内涵

如前文所述，“组织的社会评价”是指社会公众基于对组织的感知而对组织做出的评价。广

义上，社会公众（social audience）的概念包括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Davies等，2010）、
分析师（Luo等，2015）、投资者（Pfarrer等，2010）、竞争者（Chen和Miller，2015）等。这些主体通常

具有和组织发生实际互动的机会，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这些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群体各自对组织的诉求和期望不同（Zavyalova等，2016），因而评价标准各有侧重，有时

甚至会出现矛盾（Boivie等，2016）。相较而言，社会大众（general public）则与上述利益相关者群

体不同。社会大众与组织之间普遍存在距离，无法获得关于组织的一手信息，长期处在信息不

对称的劣势中。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助长大众想象和谣言传播，且社会大众在规模上占有压倒性

的舆论优势，在评价意见上更容易出现极端性一致（古斯塔夫•勒庞，2015）。这些特点使社会大

众非常值得研究，尽管它是以往受到最少关注的社会评价者（Raithel和Schwaiger，2015）。本文

使用社会公众一词时，主要是指普通的社会大众，不牵涉因与组织产生利益交换关系而持特定

立场的特定群体。

感知（perception）是社会公众对组织的总体印象。感知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感

知的结果并不总是正确的。在组织社会评价的语境中，社会公众的感知可以直接来源于组织，

也可能受信息中介的间接影响，信息在转化成感知时还要经过社会公众认知上或者情感上的

过滤。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公众直接获取的组织感知常常是对公开的、有限的信号进行意义

建构的结果（Weick，1993）。这些信号包括组织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组织所处的网络

位置、组织一贯的绩效表现、组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等。信息中介包括媒体、金融分析

师、监管者以及消费者协会等能够传播信息、框定议题、辅助利益相关者理解公司行动、影响社

会公众感知的第三方。它们提供的或者呈现的线索是形塑社会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

（Deephouse和Heugens，2009；Pollock和Rindova，2003）。本文暂不具体区分感知的来源，也不评

价感知的客观程度，只强调社会公众基于感知做出的评价。

从“社会公众”与“感知”的视角来看，组织社会评价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尤为突出。这是一

个“观众觉醒”的时代，大众传媒的盛行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使社会公众的评价对社会以及组织

的控制和影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强大（Bednar，2012；Bednar等，2015）。网络的发展突破地域

的限制，为原本形单影只的社会个体提供了突破空间限制对话的虚拟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Kellogg，2009），使分散的个体得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具有共同诉求的群体。组织早已不

能只凭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就坐享荣誉。得到更多信息和更多发言权的社会公众，不只

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可以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媒体上肆意地发表

基于个体感知做出的评价。他们甚至成为组织话题的议程设置者，迫使组织不得不从日常生产

经营中抽出身来与之对话。基于以上原因，即使以往在组织的社会评价队列中利益相关者、政

府、传统媒体、社会团体、社区、消费团体等类型的组织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当今网络时代的发

言权却开始更多地转向普通社会大众。因此，关注社会公众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二）现有研究对组织社会评价的划分

当前，组织社会评价的研究现状可以用理论多元化（theoretical pluralism）（Astley和Van de
Ven，1983）来概括：与社会评价相关的概念数量多且彼此之间关系复杂。例如，研究者经常混

用声誉和地位，污名常被简单理解为坏的声誉，组织过错行为对组织评价带来的长远影响尚未

得到考证等。声誉曾经被用来作为社会评价的替代说法，笼统的指称彼此之间密切关联却又各

具特色的研究术语。这使得声誉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以至于许多与声誉含义看似相似的概念

也逐渐被模糊地归并进来（Pfarrer等，2010）。然而，不同概念强调的方面不同，各自擅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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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也不同。一部分研究者曾尝试把相似概念从声誉文献中切割出来，做不同概念的比较

（Barron和Rolfe，2012；Deephouse和Carter，2005；Devers等，2009）。但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根据自

身的研究只需要选择两到三个概念做对比，并且这些对比多是为了满足实用功能，以至于这些

工作呈现出重复劳动以及不够全面的缺点。

现有研究鲜有根据几个维度对各种社会评价进行分类的尝试，仅有两篇文章例外。一篇是

Rindova等（2006）提出，有些所谓的好组织，其实只是“出名”（being known），而不是“做了好事”
（being good）。出名是指组织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具有多高的知名度，做了好事则是指组织在

利益相关者心目中是否象征着值得信赖的产品质量。另一篇是Mishina等（2012）提出，有的评

价是针对组织的能力（capability），而其他评价针对的是组织的品格（character）。这两个研究均

表明，组织社会评价这一构念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可以拆解成不同的方面。然而遗憾的是，这两

个研究未能在对社会评价的类型划分上更进一步，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篇文章都是旨在从实证

研究的方法入手，探索在不同情境下哪种评价标准会对组织产生更重要的影响，而没能解决

“可以从哪些标准来评价组织”这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Rindova等还是Mishina等的划分方法，

都对应的是一个具体的公司，而不是抽象的社会评价。我们无法根据他们的标准解答“声誉、地

位、污名等属于什么类型的社会评价”的问题。此外，Rindova等或Mishina等的提议并不是从社

会公众角度理解社会评价的最佳策略。社会公众不同于能近距离接触组织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一方面，缺乏一手信息的社会公众对组织的判断常常是出于直观感受而非理性计算；另一方

面，社会公众的评价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作用于组织的机制是不同的。从社会公众的立场

设计评价的分类，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简洁和直接。这要求分类依据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数量

要少，但合起来能概括社会公众感知的各个方面；第二是不需要耗费社会公众太多的认知资

源，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直觉而非详尽的调查就能做出判断。

（三）合意性和个体性分类标准

合意性（desirability）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可以作为组织社会评价的分类依据。合意性

处理的是公众认可（approval），个体性处理的是公众认知（cognition）。合意性指社会公众对某

个或某类组织的存在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个体性指社会公众在处理有关组织的信息时，是就

单个组织的具体特征来认识该组织，还是用组织所处类别的共有特征来认识该组织。具体而

言，选择这两个分类依据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无论是合意性还是个体性，都是从社会公众作为评价主体的角度讨论。喜欢不喜欢

这个组织、看待组织时关注共性还是个性，都是社会公众在直觉上便可以回答的问题。以文章

开篇使用的“魏则西事件”为例，百度曾经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先锋而倍受社会公众尊崇，如

今却因过分使用商业推广伤害网民利益而被社会公众唾弃，社会公众在提及百度时会直接表

达对其喜爱与否的直觉性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对百度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后做出的理性评价，

而是抓住某个方面而推断总体的感知。同时，社会公众在唾骂百度时，没有明显的指责包括搜

狗、360搜索等其他搜索引擎企业，这说明社会公众对百度的评价是基于该组织本身，而没有联

想到整个搜索引擎行业。由此可见，合意性和个体性的分类更能体现社会公众评价组织时直

接、迅速的特征，是非常简洁的分类标准。

第二，合意性和个体性的组合是对社会评价的完整概括。泰弗尔和特纳（1979）创立的社会

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决定个体身份的来源包括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和
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其中个人身份是个体用自身独特的属性来定义自我的依据；社会身

份是个体用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类别来定义自我的依据。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共存，体现了人

在处理对事物认知时兼顾个性和共性的特征。一旦个人将自身划分到某一个类别，就会将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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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别与其他类别进行比较，从而证明自身优越感，贬低对方类别存在的价值。实现这个目的

的关键做法就是突出自身符合社会规范所崇尚的标准。因此，通过自我定义和社会比较，个体

就完成了对自身身份的基本判断。借鉴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个体性来认识组织

的个性和共性，通过合意性来判断组织是否符合社会倡导的规范，并通过两者的组合形成较为

完整的社会评价。
第三，这两个分类依据的选取也与近年来相关主题的研究趋势有关。长期以来的组织评价

研究关注组织的宜人性（favorability），组织如何获得正面评价的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关注
负面评价的研究，甚至谈论污名组织被看作学术圈一种默会的禁忌（Hudson和Okhuysen，
2014）。在现实中，从人的认知特点来说，人们通常有一种“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的倾向，
即一旦负面消息出现，社会公众就倾向于忘记组织的正面，关注焦点集中于组织的负面。因此，
研究负面的组织评价是全面、正确地理解组织评价的必要环节。同时，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发现，
遭受负面评价的组织与常规组织相比，存在很多截然不同的特点，研究他们能提供很多崭新且
有趣的发现（Hudson，2008）。因此，使用合意性这个维度来分类，能同时涵盖正面和负面的组
织评价，而不至于在学术倾向上产生偏颇。选择个体性这个分类维度也与近年来在组织理论研
究中兴起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研究相映衬（Hsu等，2009），即组织的社会性多大程度上是
由其所处的范畴或者类别所决定的。

现实的需要和已有研究理论丛生、莫衷一是的局面迫切需要理论的整合。其必要性体现
在，第一，社会公众的表达和呼声更多地基于社会公众共同的价值和感知以及大众传媒、网络
时代的特点，以往的研究虽然各有学科视角和评价标准，但与日益迫近的社会公众视角尚有距
离。第二，社会公众的评价标准既不是某一学科视角可以充分体现的，也不是仅关注某些利益
相关群体利害关系的，更大程度上是多视角、多方压力综合意义上的和一般性的视角和标准。
第三，以往的研究由于基于不同学科，源自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未能对不同的组织表现乃
至组织的社会评价之间的动态发展和转变给出解释，也无法提供有关组织社会评价的整体性
的解读和刻画。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将现有的组织社会评价概
念分为四种类型，以整合组织社会评价的不同概念和表述，梳理现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社会评价领域不同概念背后所代表的类型化特征，为未来深化研究和讨论问题奠定基础。

三、  组织社会评价的整合框架

基于合意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本文构
建出一个如图1所示的组织社会评价的2×2
分类框架。由合意性和个体性组合之后产生
四个象限，分别命名为满意评价、优异评价、
失误评价和罪恶评价。根据各类社会评价的
特点将不同评价划分到不同的象限。以地位
这种社会评价为例，一般认为，拥有地位是成
功的象征，应当归类为正面的社会评价；而对
于污名这种社会评价，人们倾向于对其产生
轻蔑及憎恨的情感，应当归类为负面的社会
评价

①
。

负 正

高

低

满意评价罪恶评价

优异评价

合意性

个
体
性

失误评价

5

4

3

6

12

 
图 1    组织社会评价的类型框架与动态变化

①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作为分类标准的社会评价的正与负是从社会公众的认知和情感意义上出发的，因此更多与直觉偏好有关，而与承
担这种社会评价的组织本身的优劣无关，与这种社会评价经过研究证明之后得到的真实后果的好坏也无关。例如，明星组织通常引发社会公
众的欣赏和追捧，属于正面的组织评价，但真实世界中的明星组织完全可能采取违背社会期待的行径；发生了过错行为的组织偏离了社会规
范，通常引发社会公众的谴责，但除了过错事件之外，他们可能平常一直是积极承担责任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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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异评价：正合意性+高个体性

优异评价是指组织因区别于同类别组织的特殊表现而获得社会赞誉。获得优异评价的组

织，通常能在市场中获得超额的注意力和曝光度，具备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得到超乎寻常的

回报。因此，得到优异评价是组织期望实现的理想状态。组织可以有多种选择实现优异评价，其

中，声誉、地位和明星是现有文献中讨论较多的途径。

如表1所示，声誉（reputation）是指社会公众基于公司过去的表现对公司未来表现所持有

的信念（Fombrun，2012）。声誉的研究源自于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用来解决信息不完备的情

况下出现的决策风险问题。在市场交易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声誉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

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McKenna和Olegario，2012）。产品提供者基于重复交易的愿望，有

充足的诱因培育自身的声誉，以期减少购买者对产品质量的怀疑。然而，声誉的获得并非易事，

由于声誉的评价来源于公司过去的表现，因此需要足够时间的积累才能得以实现，这也要求组

织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致的、稳定的优秀成绩（Petkova，2012）。声誉的回报是丰厚

的，因为声誉的光环效应（Brown和Perry，1994），社会公众在评价组织时，常常会放大组织的优

秀程度，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关注，使组织即使在面对危机时也能相对容易的保持良好的社会评

价。正因如此，组织常常小心翼翼地通过路径依赖来维持良好声誉（Mishina等，2012）。总体来

说，声誉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也存在一些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如声誉的概念较为混杂，声

誉的测量仍然是个难题（Barnett和Pollock，2012）。以声誉的测量为例，Dowling和Gardberg
（2012）指出目前存在各种各样测量声誉的方式，如排名、代理（如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企业慈

善报道、市场占有率、财务数据等）、态度调查或实验以及定性分析等，这些方式虽然都可以作

为声誉测量的代理变量，但本质上都与声誉本身的内涵存在差距。

地位（status）的研究在韦伯时期就已经出现。韦伯认为，阶级（class）与地位都是社会分层

的表现。与阶级强调经济等级不同，地位更强调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塑造的等级（hierarchy）
（Sauder等，2012；Neeley和Dumas，2016）。组织在等级中的位置就是组织的地位。与声誉相同的

是，地位也作为一种信号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与声誉不同的是，公众对地位的判断不是通过

日积月累的绩效表现，而是通过对组织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与组织发生互动的其他实体

的社会地位而得出的（Podolny，2001）。换言之，社会公众关心的不是组织以往做了什么，而是

跟什么样的组织在一起做（Barron和Rolfe，2012）。因此，为了获得地位，组织必须要和场域中的

表 1    优异评价：声誉、地位与明星

声　誉 地　位 明　星

理论来源
经济学：信号理论 社会学：社会平等 传播学

共同的理论基础：资源基础观
社会功用 提高决策效率 提高决策效率 社会娱乐
获得方式 优秀且一致的绩效表现 建立关系 创造戏剧化故事
稳定程度 难以获得、较难失去 较难获得、较难失去 较易获得、较易失去
组织影响 光环效应 马太效应 曝光效应
应对策略 路径依赖 不与低地位者来往 保持话题性

测量方式
排名、代理、态度调查或实
验、定性分析

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附属关
系

媒体报道率及积极情感词汇
占比

研究成熟度
非常成熟，但最近的研究常
出现不同于经济学的理论视
角

中等成熟，近年来在组织情
境中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

刚刚起步，相关研究数量较
少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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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组织建立关系（relationship或affiliation），这对处在边缘位置的组织尤其是个考验

（Castellucci和Ertug，2010）。一旦获得地位，组织就被置于马太效应中（Merton，1968）：地位越

高的组织，越能获得附加于高地位的福利（Washington和Zajac，2005）；而地位越低的组织，越

容易被排除在资源提供者的视野之外。只要划分地位的界限是清晰的且组织不越界，地位就具

备自我维持性（self-sustaining）（Magee和Galinsky，2008）。因此高地位组织往往不会轻易与低

地位组织发生关系，以免地位流失（Cowen，2012；Jensen，2008）。近年来，地位研究的数量呈上

升趋势，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逐渐发现地位和声誉虽然看似相似，却有很多有趣的差别。例

如，除了用网络位置的方式之外，以往研究常用排名的方式来测量地位，这种测量方式与声誉

非常接近。但Bowman和Bastedo（2009）以美国高校的排名为例指出，排名先后带来的组织优势

并不是线性的，排名靠前的组织扎堆形成精英团体，排名稍微靠后的组织所获得的优势与精英

组织不具可比性。也就是说，排名前50的高校和排名50至100的高校虽然在排名数字上是线性

增长的，但本质上属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因此所获得的优势也具有本质差别。

有关明星组织的研究是从传播学演化而来的。明星组织是指能引起大规模的观众注意并

调动社会公众积极情感的组织，它们能满足社会公众八卦、幻想、认同、地位、归属和喜爱的需

求（Rindova等，2006）。明星组织通常以特立独行的行为博得媒体关注，媒体继而把组织的“现
实”（fact）和“小说”（fiction）杂糅在一起运作，以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将组织刻画成具有超凡特色

的正面形象，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为社会公众提供谈资。在此过程中，媒体满足社会公众的猎

奇心理，组织也成为社会公众的消费品。因此，明星评价的获得需要组织具有适合媒体传播的

戏剧性故事，故事中有冲突情节、有英雄情结等。由于媒体报道可显著提高明星组织的可见性，

因此明星组织常可以通过“曝光效应”来获得丰厚回报，但明星评价的保持具有较高的不稳定

性。Rindova等（2006）研究表明，初步获得明星评价的组织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第一条是倚仗

明星地位获得初始回报后，减少不从众行为，从而积攒更多的合法性，但这会使明星评价弱化。

第二条是由于类别中其他组织模仿其明星特征，从而改变了整个行业的合法性规则，明星组织

作为领头羊，地位更加巩固。第三条是组织采取除现有不从众行为之外的更多偏差行动，触犯

合法性底线，导致明星评价一落千丈，甚至跌入污名化的深渊。因此，如果想保持明星评价，只

需保持话题性即可，但这对组织操控媒体的能力、把控正常生产经营和进行形象管理的平衡能

力、洞悉社会公众娱乐需要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对于明星评价的测量，Pfarrer等（2010）使用

了同时考察组织得到的媒体曝光率以及在媒体报道中积极情感词汇所占的比率两个指标进行

合成的结果。目前有关明星的研究主要是CEO个人明星化（Hayward等，2004；Wade等，2006），
在组织层面上研究明星评价的研究非常少见，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总体而言，声誉、地位和明星都强调组织获得的积极社会评价，积极评价使组织得以在较

为和谐的环境中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这三种评价都强调个体性，个体性提高了组织在社

会公众心目中的辨识度，能与一般组织区别开来。这三种评价都是成为社会公众眼中优异组织

的路径，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背后的原理都是资源基础观。但他们获得优异评价的具体道路是

不同的，声誉强调的是历史积累的突出业绩值得信赖，地位强调的是所处的社会位置高人一

等，明星强调的是跳出从众的思维限制从而拥有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社会评价。未来的研究

除了关注三种评价的共同特征之外，还可以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或者关注将三种获得优异评

价的策略进行组合应用的情况。例如，创业组织采用加强产品质量（声誉）、建立联系（地位）、包

装创业故事（明星）等不同的方式，是否会在绩效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上有不同的表现？

（二）满意评价：正合意性+低个体性

满意评价是指令社会公众满意，但尚未达到欣赏或赞美程度的评价。满意评价处于合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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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正面一端和个体性维度的低段，意味着组织虽然能够得到基本的社会认可，却未能在社

会公众心目中建立起具有区分性的形象。事实上，获得满意评价的组织通常是因为具有某些共

同特征而被社会公众予以集体评价的，因此对满意组织的评价是在类别层次上而非个体层次

上进行的。与满意评价相关的研究是合法性。组织在被与具备合法性的类别进行比较的过程中

获得令人满意与否的评价。

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理论（Meyer和Rowan，1977）的核心概念。根据Suchman（1995）的定

义，合法性是在某种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中判断组织行为是否合宜、合适、恰当

的总体感知或假设。合法性是组织生存必备的基础性条件，它能降低组织的死亡率（Ruef和
Scott，1998）。Scott（1995）将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三种。与

社会评价关联较强的合法性主要是后两种，其中规范合法性强调组织在道德规范方面服从现

有标准，从而体现社会控制的功能；文化—认知合法性强调人们是以类别为参考系来认识新事

物的，对组织做评价时，人们首先希望将组织划归到某个既已熟悉的类别中，以减少因需要判

断组织类别而花费额外的认知资源（Bitektin，2011）。组织获得合法性的方式包括参加比赛获

得认证（Rao，1994）、获得证券分析师的认可（Zuckerman，1999）以及有策略地运用文化符号沟

通（Lounsbury和Glynn，2001）等各种方式。所有这些方式的背后，都是通过遵从既有规范来满

足社会期待。遵从规范的最佳策略是在内部结构、过程、行为等方面做到“同形”（isomorphism）

（DiMaggio和Powell，1983），组织要使社会公众相信自己的做法与其他组织是相同的。在强制

度环境下，同形常常是无意识的。但从战略视角看，组织也会有意识的通过模仿来完成从众

（Suddaby和Greenwood，2005）。获得满意评价的组织会获得投资者的评估青睐（Navis和Glynn，
2011），获得新市场和新角色的入场许可（Zuckerman等，2003）。相反，组织就会受到市场的惩

罚（Zuckerman，1999）。有关合法性的研究是所有社会评价研究中历史最久的，但到目前为止

仍难以进行操作化处理。

（三）失误评价：负合意性+高个体性

失误评价是指组织因为特定的偏离正常轨道的行为而遭到的消极评价，它使组织从同类

别组织中突兀的凸显出来。失误评价处于合意性维度的负面一端和个体性维度的高段，意味着

这类组织会招致社会公众的消极情绪，而且是以单个组织为单位被评价的。为了在最大程度上

理解社会公众对失误组织的评价，本文将公司过错（wrongdoing）（Zavyalova等，2012）、公司不

当行为（misconduct）（Greve等，2010）、公司丑闻（corporate scandal）（Zona等，2013）、公司社会

责任缺失（irresponsibility）（Lange和Washburn，2012）、公司非法行为（illegality）（Hirsch和
Pozner，2005；Mishina等，2010）、企业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behavior）（Pendse，2012）等相关研

究归入组织失误的范围，将其统一命名为组织越轨（organization deviance）（Vaughan，1999）。

表 2    满意评价：合法性

合法性
理论来源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
社会功用 社会控制、保持认知经济性
获得方式 同形
稳定程度 较易获得、较难失去
组织影响 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应对策略 有意或无意的从众
测量方式 难以定量操作
研究成熟度 非常成熟，近年来能够贡献重要理论新知的研究数量较少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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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越轨行为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困难的，但企业行为理论（Cyert和
March，1963）可以被视作对组织越轨行为最富解释力的理论诠释。根据企业行为理论的观点，

组织越轨在本质上是不可控制、无法避免的。因为组织成员的理性和注意力是有限的，组织政

治是无法消除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预测的，因此组织目标的设置和组织决策的达成总是

次优的，这就为组织越轨的发生埋下了隐患（Vaughan，1999）。引发组织越轨的原因有很多，既

可以来自组织内部，也可以来自组织外部，如高管失德、管理系统失灵、权力结构、情境影响、文

化塑造（Surroca等，2013）、偶然事件等（Palmer，2012）。外界环境越是动态，资源越是丰富，组织

所处的行业的历史犯错记录越多（Baucus和Near，1991），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当前

的绩效表现出现较大差距（Harri和Bromiley，2007），且组织绩效与内部期望和外部期望产生较

大差距时（Mishina等，2010），组织越轨就越容易出现。由于这些让组织防不胜防的原因，世界

各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或大或小的企业丑闻被曝出。组织越轨使得组织必须要面对来自社会

公众的惩罚，社会公众在行使惩罚权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控制（Reuber和Fischer，2010）。然而，

社会公众在多大程度上惩罚越轨组织是权变的，需要依据社会公众对越轨行为本身的具体认

识而定。Lange和Washburn（2012）认为，过错组织所犯的错误越惹人不快（undesirability）、组织

自身特征反映出的可责性（culpability）越高以及直接受害于组织过错的群体与组织的合谋性

（complicity）越低，社会公众就越容易对组织采取严厉的惩罚。严重的越轨甚至会导致组织死

亡（Sutton和Callahan，1987），甚至死亡之后原组织员工仍难以摆脱负面评价，安达信就是这方

面的例证（Gendron和Spira，2010）。面对公众谴责，越轨组织要采取各种仪式性和实质性的形

象修复策略（Rhee和Kim，2012）。仪式性策略通常包括替罪羊（Wiesenfeld等，2008）和慈善捐

赠。实质性的修复策略则要求组织切实找到越轨的源头并予以纠正。在此意义上，组织越轨的

重要价值在于促进组织学习（Pfarrer等，2008）。对于组织越轨的测量，当前研究通常将出现越

轨行为的组织标记为1，没有出现越轨行为的组织标记为0（Mishina等，2010），而对于越轨行为

本身的定义，往往依据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情境而定。有关组织越轨的研究数量不少，但是一直

未成体系（Greve等，2010）。对不同形式的组织越轨的区分不足是一个原因。未来的研究中，可

以考虑比较不同的公司越轨行为，在比较中形成基础扎实的认识组织越轨的研究共识。

（四）罪恶评价：负合意性+低个体性

罪恶评价是组织因核心特征与社会公众所持价值观相悖而招致的极端负面评价，是组织

最想要躲避的社会评价。罪恶评价处于合意性维度的负面一端和个体性维度的低段，这意味着

组织不仅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喜爱，甚至还会引发社会公众的负面情感，如厌恶、憎恨等。这种

强烈的负面情感针对的往往不是单个组织，而是整个类别。同一类别内的所有组织都被认为具

有令人鄙夷的属性，没有任何组织是例外的，污名是最具代表性的罪恶评价。

表 3    失误评价：组织越轨

组织越轨
理论来源 管理学：企业行为理论
社会功用 社会控制
获得方式 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本质上无法控制的因素
稳定程度 较易获得、较难祛除
组织影响 视越轨行为本身的具体特征而定
应对策略 仪式性和实质性的形象修复工作
测量方式 组织是否越轨的二分变量
研究成熟度 较为成熟，研究视角较为多元，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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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污名是一个标签，它能激发某一集体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独特感知，组织有根本的、

深嵌的缺陷，使组织去个体化并遭受贬损（Devers等，2009）。污名（stigma）一词出自古希腊，是

指奴隶、罪犯或者叛徒身上所烙印的特殊标记，后引申为个体或群体由于某种原因而承受的不

良声誉。20世纪60年代，污名一词随着戈夫曼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而复兴，意为

“由于身体缺陷、品格瑕疵或特殊身份而遭贬低或毁损的个体身份属性”（Goffman，1963），污名

越来越多地受到组织管理领域研究者的重视（Paetzold等，2008）。
污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与公众社会控制的愿望有关。公众通过将不合意的类

别贴上污名化标签并对污名对象进行极端的隔离和排斥，警示其他组织远离污名类别，从而达

到社会系统调整的功能，也使实施污名化的主体得到维护自身身份的安全感（Ashforth和
Kreiner，1999；Jones，1984）。正由于污名承担着社会控制功能，因而通常情况下不会被滥用，这

也就意味着组织不会被轻易污名化。但核心属性与社会价值观存在冲突的组织，会遭遇先天性

污名（Jensen和Sandström，2015）。同时，污名的标签非常稳固，组织很难在被污名化之后祛除标签。

污名对组织造成的影响通常是极端恶劣的，这主要是由污名的“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
特征决定的。所谓去个体化，是指社会公众在评价污名组织时，只注重造成污名化的类别特征，

而忽略类别中个体组织的差异。这就使得污名组织无法给社会公众留下能体现其个体性的印

象，处于污名类别中的组织，对内需要处理员工认同问题（Lai等，2013），对外需要面对供应商、

顾客等的社会排斥（Hudson和Okhuysen，2009），通常只能以消极应对的方式来处理负面评价。

例如，污名组织选址通常在远离公众视野的偏僻地区（Hudson，2008）、战略上常常采用多元化

的方式来隐藏与污名有关的业务活动（Grougiou等，2016），遭到媒体攻击时往往选择剥离资产

以求消除争议的方式（Durand和Vergne，2015）等。

有关污名的研究多为概念性、理论型文章，实证研究数量较少，部分原因在于测量上的困

难（Mishina和Devers，2012）。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往往先入为主的定义哪些情况

在社会认知意义上是污名的，如组织失败（Sutton和Callahan，1987）和武器行业的组织

（Vergne，2012）等。Hudson和Okhuysen（2009）在污名测量上做了新的尝试，他们用人口普查数

据、国会投票记录以及当地州政府的法律裁决等包含的公众恶意作为污名的代理变量。组织污

名是近年来组织研究的新兴话题，是研究者为更好地认识组织生活全貌而进行的尝试（Hudson
和Okhuysen，2014）。从发展潜力来说，组织污名作为独立的研究主题，具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被长期忽视的这些特殊组织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实际生存环境，在遭受

污名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何以生存并发展，是正在兴起的组织污名研究期望逐步揭晓的谜题。

综上所述，正合意性的评价对组织生存发展有益，负合意性的评价对组织生存发展有害。

高个体性的评价针对具体的组织，低个体性的评价针对整个类别。优异评价使组织作为个体享

表 4    罪恶评价：污名

污　名
理论来源 社会心理学：贴标签理论
社会功用 社会控制
获得方式 组织所在类别的核心属性与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持的价值观存在冲突
稳定程度 较难获得、难以祛除
组织影响 剥离了组织的一切个体特征，失去社会支持
应对策略 以消极应对为主
测量方式 先入为主的设定某种污名情形、对档案材料和访谈记录进行文本分析
研究成熟度 已有初步的研究积累，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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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着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满意评价使组织作为具有合法性的类别中的一分子，虽无功但也无

过。失误评价使组织作为犯错的个别案例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悦，但经常被认为是非系统性的。

罪恶评价先入为主地对整个类别予以否定，其中的组织面临最为严苛的社会生存环境。因此，

组织希望获得的评价由高到低排列，应当是优异评价、满意评价、失误评价、罪恶评价。社会评

价所属的不同类型为组织管理社会评价的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  组织社会评价的动态分析

社会评价具有动态性，要真正理解社会评价，需要在较长时间周期内观察社会评价的变

化。上文已对不同社会评价的稳定程度做过简要讨论。例如，相比其他优异评价而言，明星评价

较易获得也较易失去，污名评价较难获得且难以祛除。但无论难易程度如何，一定条件下，社会

评价总会发生动态变化。这也是图1四个象限之间用虚线而非实线隔开的原因。下文将讨论现

有文献在何种程度上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评价之间的动态转化。

讨论动态变化的起点是从没有评价到获得满意评价（图1路线1），这实际上就是新创企业

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前文已经做过讨论。但新创企业并不总是能够获得合法性，如果他被认为

与某些现存的污名范畴有连带，则会因先天性污名而获得罪恶评价（图1路线2）。无论是哪条路

线，新创企业常常要经历一个争议性评价的过渡期。争议性评价并不是“缺乏合法性”的罪恶评

价，它的定义更接近“尚未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对这些组织的判断持观望态度或

尚未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获得争议性评价的组织机遇和风险并存。如近年来涌现出的网约车

平台、互联网金融、网络直播等，既可能获得满意评价，却也同时游走于罪恶评价的边缘。争议

性评价在当前研究较少，西方研究有将争议性评价与污名评价混同处理的倾向（Bednar等，

2015；Cai等，2012；Rhee和Fiss，2014），但这两者是不同的。获得满意评价意味着组织获得继续

发展的必备条件。随着企业的成长，满意评价可以转化成优异评价（图1路线3），但优异评价也

可能会因为负面事件而变成失误评价（图1路线4），在一定条件下失误评价还可以转化成罪恶

评价（图1路线5），罪恶评价虽然难以扭转，但也可以通过组织努力转化成满意评价（图1路线6）。
（一）最佳独特性：满意评价→优异评价

满意评价和优异评价虽然都是正面评价，但前者只是基础性的，后者是选拔性的

（Deephouse和Suchman，2008）。实现从满意评价到优异评价的转化（图1路线3），组织就实现了

最佳独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Brewer，1991）。按照之前的论述，要实现这个转化，应当

在从众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那么，组织如何在从众和差异化之间找到平衡，才能既不破坏合

法性，又能获得差异化带来的超常回报呢？组织身份（identity）研究与这个问题的解答最为契

合（Whetten和Mackey，2002）。因为身份研究认为，身份的建立恰恰就是组织寻找“合法的与众

不同”（legitimate distinctiveness）的过程（Navis和Glynn，2011；Clegg等，2007）。
理解身份如何影响社会评价，首先需要明白组织身份对社会公众的判断会产生什么影响。

Zuckerman（1999）利用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证明，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市场中，能体现

组织所处类别的身份特征对社会公众来说起到了信号的作用：如果组织无法令证券分析师对

它们所处的类别产生清晰的认识，那么组织就会遭到市场的惩罚。这就是所谓的“类别要求”
（category imperative）。然而，Smith（2011）之后的研究表明，身份不只是信号，还有透镜（lens）的
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公众不是简单武断的，他们其实愿意通过“身份”这个透镜更加细致的了

解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不从众会比从众获得额外的奖励。由此可见，成功的不从众可以

是实现从满意评价到优异评价转化的一条路径，但前提是不从众的结果必须是成功，因此这条

路径的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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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从众的区别在于，身份是社会公众对组织从众程度的感知，而从众是组织实际采取

的符合类别要求的行动。因此，无论组织从众与否，只要通过身份使社会公众感受到从众即可。

这就使象征性的从众（symbolic conformity）或脱耦（decoupling）也成为实现最佳独特性的一种

方法（Elsbach和Sutton，1992；Snellman，2012）。脱耦的本质是“说一套做一套”，即对外宣称和实

际执行之间是不相符合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脱耦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如导致

组织目标的偏离、组织内部的抵制、损失社会信任等（MacLean和Behnam，2010；Turco，2012）。
因此，通过脱耦策略来获得塑造从众形象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最为稳妥的方法是组织战略性的理解和利用从众。例如，Durand和Kremp（2016）提出，可

以把从众细分为一致（alignment）和传统（conventionality）两种。一致是指方方面面都与类别内

组织保持相似，传统则是指组织挑选最能代表其所在类别的几个特点，故意过分地去执行和表

现它们。通过传统式的从众，社会公众真实的感受到组织在执行类别要求，但实际上组织也能

争取到在与主要的类别要求联系松散的其他方面不从众的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将从众予

以细分的方法，如目标从众和程序从众等，即在程序上的从众能部分弥补目标不从众而引发的

社会抵触（Philippe和Durand，2011）。
（二）从高处落下：优异评价→失误评价

传统研究认为，优异评价可以作为挡箭牌或者烟雾弹，在组织失误的时候能够起到缓冲作

用或者掩盖作用（Sharkey，2014）。因此优异评价一般是相对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获得优异

评价就可以高枕无忧。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获得优异评价的组织如果失误，不一定会得到更多

的庇护，反而可能受到更重的惩罚。也就是说，从优异评价向失误评价的转化（图1路线4）不仅

是可能的，而且是更加激进的。

享有优异评价的组织犯错，就是“从高处落下”（fall from grace）（Graffin等，2013）。落下的

组织比起普通犯错的组织可能受到更激烈的口诛笔伐（Jensen，2006）。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

成的。第一，先前的优异评价提高了社会公众对组织的期望水平，这些组织被认作是不应当出

现失误的标杆组织，他们一旦出错，社会公众倾向于表现出更低的容忍度。第二，即使失误不是

组织自身造成的，也由于获得优异评价的组织在同类别中可见度（visibility）更高，引起的公众

注意力更多，更容易成为社会公众批判的对象。也有研究认为社会公众天生对“英雄”存在敌

意，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获得优异评价的组织很可能比普通组织更容易不择手段地争名逐利，

因此出现失误是注定的，理应受到惩罚（Fragale等，2009；Hahl和Zuckerman，2014）。
优异评价转向失误评价的学术研究数量较少，但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却层出不穷。人们对犯

错的优异组织体现出的包容心和忍耐性之低常常令人惊讶。优异评价转化成失误评价的难易

程度、内在机制等问题目前尚无系统解答（Bundy和Pfarrer，2015），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机会。

对于通过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获得优异评价的组织来说，失误如何影响对它们的评价，也是非常

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

（三）量变到质变：失误评价→罪恶评价

优异评价转化成失误评价是令人遗憾的，但最糟糕的情况是失误评价继续向罪恶评价演

进（图1路线5），因为这意味着从对单个组织的负面评价升级到对整个类别的负面评价的转化。

这种转化很少受到关注，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以污名为代表的罪恶评价研究一般采用的都是

先天性污名的研究范式。如图1路线2所示，对于一个新企业来说，只要被归入污名范畴，就先天

性承担罪恶评价，即使这个组织什么也没做。先天性污名的重要缺陷是忽视了组织失误事件在

潜移默化中发挥的作用。比如，Hudson（2008）认为事件污名不是真正的污名。他提出事件污名

是由于偶然的、暂时的、可恢复的事件造成的，而核心污名则根植于组织价值观与社会公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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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之间的冲突，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是极难祛除的组织标签。

鉴于社会公众的认知特点，事件污名是可以转换成核心污名的。一方面，发生在一个组织

身上的失误评价会传播扩散到与失误组织有关联的其他组织身上（Yu等，2008），即使其他组

织是无辜的，社会公众的联想也会导致这些组织受牵连（Jonsson等，2009）。这种情况下，相似

事件的发生更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当积累起足够多的事件污名时，社会公众就认为自己

的猜想得到验证，因此不再独立地看待某一组织的某一次失误，而倾向于从牵涉到一系列组织

的一连串事件中发现或者创造导致失误的系统性、根本性原因，最终将组织所在的整个类别污

名化（Zavyalova等，2012）。
由于相关理论研究数量极少，因此可以2016年“魏则西事件”及“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

为例来理解从失误评价到罪恶评价的转化。最初百度作为国内搜索引擎的领头羊，是开拓中国

互联网业务的先锋，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赏识。然而在百度发展过程中的一桩桩事件，逐渐暴

露出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起初在事件还未得到清晰认识时，社会公众

往往将这些事件视作彼此独立的失误。随着事件增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

消除，社会公众认识到植根于组织商业模式的恶劣属性，从而不再认为百度是失误，而应当是

污名的。因此，整个使用竞价排名商业模式的类别都遭到污名化。同理，2016年“和颐酒店女生

遇袭事件”针对的是如家酒店集团，但如果类似事件在不同的经济型酒店中频繁爆出，人们很

可能倾向于将整个经济型酒店的类别都污名化。不过，简单地用“量变到质变”来解释从失误评

价到罪恶评价的转化是不足的。内在的转化机制还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四）与污名抗争：罪恶评价→满意评价

罪恶评价是极端负面的评价，它使组织无法获得社会公众的公正待遇，一般情况下是极难

克服的评价。目前，研究罪恶评价向满意评价转化（图1路线6）的文献数量很少。以烟草行业为

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表明，单纯的企业捐赠也许可以减少社会公众对罪恶组织的言语攻

击，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人们对罪恶类别本身的认识。因此要实现罪恶评价到满意评价的转

化，最根本的办法是需要改善、改变人们对类别的态度。一味的躲藏使罪恶企业无法得到获得

社会公众理解的机会，因此有时主动把自己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也许不失为一种增进沟通的

策略，有利于扭转人们对类别的负面印象（Wang等，2015；Wolfe和Blithe，2015）。如果罪恶评价

已经严重制约组织的发展，那么行业的自律和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可以作为更为主动的方

法（Yue和Ingram，2012）。有关如何与污名抗争的研究，关乎罪恶评价的组织能否重获社会认

可，这个话题值得进一步的挖掘。

综上所述，组织社会评价的动态性特征要求研究者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内观察社会评价。在

上文讨论的各条转化路线中，除了满意评价到优异评价的转化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外，其他几

条路线都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研究上述路线的逆向路线也可能会有更多有趣的发

现。例如，获得失误评价的组织还可能再夺得优异评价吗？

五、  组织社会评价研究的未来展望

组织的社会评价是一个既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又不断涌现新发现的领域。本文的研究首先

表明，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组织的社会评价应当是站在日益重要的社会公众立场的、

兼顾评价的正面及负面特征的、针对个体和类别这两个层次的、整合多学科贡献和多视角标准

的全面系统评价。其次，以合意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建构的整合框架，将与声誉看似紧密联系

却又各有指称的地位、身份、污名等相关概念纳入同一理论框架，既可展现有关组织社会评价

已有成果的全貌，同时使得各派观点的认识视角、关注焦点、理论贡献体现得更加清晰。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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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解释焦点、理论价值以及适用范围得以进一步厘清。第三，对社会评价在优异、满

意、失误、罪恶等不同类型评价之间的动态分析，从社会评价层面展示出组织行为的演变和转

化，使研究者可以从动态视角，以历史眼光考察社会评价在不同类型之间转化的路径和原因。

组织社会评价的社会公众视角和整合框架，对以往的研究给予系统的回顾和整合，以未来

眼光和系统思维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下五个方面是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展望。

1. 组织社会评价的微观基础。人们凭感觉而非客观事实行事（Wry，2009），社会评价是在

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因此探索评价背后的认知过程和行为主义因素，有利于从源头上明白评

价的来历和作用机制。对微观基础的重视不仅适用于社会公众，也同样适用于组织，因为组织

决策和组织行为也是由组织中的个人来完成的。例如，Mishina等（2010）的研究表明，风险厌恶

和狂妄自大影响了组织是否会从事非法活动。社会评价并不仅是认知的，情感也是组成社会评

价的重要方面。社会公众的信息加工过程更偏向分析性还是情感性，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Pfarrer等，2010）。一方面，社会评价会影响组织的情感状态，例如低地位的组织在面临和高地

位组织合作的机会时，可能会因为过分珍惜这个机会而导致高度紧张情绪，这种害怕失败的情

绪会损失组织绩效（Flyn和Amanatullah，2012）。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会因其情感而对组织采取

行动。例如，组织越轨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的报复心理，尤其是利益相关者与受害者拥有共同的

社会身份时，这时的利益相关者受同情和气愤两种情感驱使。对微观基础的进一步探索要求认

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跟进（Mishina等，2012），如实验设计、磁共振技术等（Antonetti和Maklan，
2016）。这些新方法的加入会使得组织社会评价领域的研究更具备坚实的、可证明的基础。

2. 评价主体的异质性。社会公众虽然容易受某种主导意见影响，但毕竟成员中包括各种类

型的主体，这些成员会因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组织的认同感、对组织使命的理解等各种因素而

分成异质性的亚群体（Bundy和Pfarrer，2015）。即使对于同一组织，也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评

价（Groening和Kanuri，2013）。例如，在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完全可能一部分业务受好评，另一

部分业务得到差评（Strike等，2006）；即使是罪恶组织，尽管主营业务遭受污名，但是长期坚持

不懈的社会责任行为也会为组织赢得支持者（Cai等，2012）。面对复杂的社会评价时，组织需要

明确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更大，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最有利于发展的决策（Paruchuri和
Misangyi，2015）。何时会产生复杂评价、组织应当如何处理复杂评价等都是未来研究需要解答

的问题。

3. 评价的两面性。两面性首先意味着组织评价有正面和负面之分。从表1到表4的研究成熟

度一行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当前对正面的组织评价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对负面组织评价的研究

才刚刚兴起。因此，更多的关注负面的组织评价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两面性的第二重意思是，

某一表面上是正面或负面的社会评价所带来的效果并不总是正面或负面的。正面的社会评价

不仅是资产，也可能是负担。它可能使得组织依赖甚至迷恋于过去的成功，还有可能连成功的

原因都没搞清楚就被社会评价牵向歧途（Mishina等，2012；Petkova等，2014）。Rhee（2009）及
Rhee和Haunschild（2006）对声誉的研究和Bothner等（2012）对地位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同理，负面的社会评价也不完全是负担，它可能促进组织及整个行业的反思和调整，为可持续

的、负责任的发展指明方向，甚至是整个社会得以保持稳定有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

Rhee（2009）的研究表明，声誉不佳的组织学习能力更强，在产品出现问题时，有更加充足的动

力的去弥补错误，这些努力也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慢慢积累。即使是污名评价，也可促使组织

反思自身的行为，从行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来说，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Helms和
Patterson，2014）。

4. 跨层次分析。虽然社会评价的对象是组织，但是这些评价向下可以影响员工，向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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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行业，对外还可以影响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社会评价是可以扩散的，且在不同的扩散
方向上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即使组织自身没有出现问题，针对员工的社会评价和针对行业的社
会评价也会波及组织。同时考虑多个层次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打开组织黑箱或者站
在高于组织的综合视角上发现更多有意思的、重要的组织现象。比如，高地位组织中的普通员
工和低地位组织中的高级管理者打交道时，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当组织内外对组织身份的
理解不同时会发生什么？明星CEO和明星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5. 网络评价。网络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也为组织生存带来机遇和挑战
（Etter等，2014）。当线下评价转移到线上时，组织可以获得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关注，这对营
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与此同时，复杂的评价来源和动机使评价的稳定性出现更多不可控制的
变数（Orlikowski和Scott，2014），这使得企业在管理社会评价时面对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和紧迫
性（Aula，2010）。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同一平台上互动，而这样的互动足以改
变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选择（Fischer和Reuber，2011）。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组织社会
评价是理论与实践交界处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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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ocial evaluation of organizations is interested in how social public
evaluates organizations,  how social  evaluation affects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how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social evaluation. Under the “audience rising” background, how to understand, cope wi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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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lobal brands’ products incorporating Chinese elements as test obj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culture identity on purchasing likelihood in Chinese marke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brand local icon value, which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purchasing likelihood. Meanwhile,
preference for authentic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purchasing
likelihood. However, its ro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effect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purchasing likelihood.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lies in its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an antecedent variable to expl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ele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brand local icon value. Besides, combining with related research like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ference for authenticity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across market
segment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es in that if multinationals want to leverag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consumer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lobal brands, they should place emphasis on
making Chinese consumers perceive local icon value of global brands and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market segments with different preference for authenticity.

Key words:  global brand;  Chinese element;  culture identity;  brand local icon value;  preference
for authen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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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social evaluation is becoming a fundamental issue for organizations to interact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builds a 2×2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evaluation of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desirability and individuality, distinguishes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evaluation  from different  schools  such  as  reputation,  position,  star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deviance, identity, and stigma, sort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ifferent schools, then discusses possible
route to dynamic trans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valuation types, and finally points out five possible
direc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of social evaluation of organizations. The analysis of integrated framework
and transformation route provided by this paper integrates research results of different schools into the
whole,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valuation and possible transition, and has certain value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valuation of organizations, the integration & deepening
of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rategic  level  of  organizations’  response  to  social
evaluation.

Key words:  social evaluation of organizations;  typology;  dynam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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